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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

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

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 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

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

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

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 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

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
《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

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

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 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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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新一轮产业政策争论以来，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新古典经济

学范式的信奉者①，其它经济学流派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之保持着沉默②。但这并不说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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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通

讯地址: 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邮编: 10087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14AJL00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在参与产业政策争论的学者中，宋磊 ( 2016) 和朱富强 ( 2016，2017a，2017b) 属于例外，宋

磊属于发展型国家论学者和演化经济学研究阵营; 而朱富强虽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但他却希望吸收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修补推进产业政策的研究。然而，由于新结构经济学根植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发展

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这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修补必然在视野上受到很大限制。笔者认为，相反的途径

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也就是基于演化发展经济学，吸收新结构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至于其它经济学流派的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保持沉默的原因比较复杂，就笔者本人来说，目前国际前沿有关产业政策

的争论早已不是产业政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和实施效果如何的问题，与原教旨新古典经济学者争论这个问题纯

粹是浪费自己宝贵的研究时间，虽然这种争论在中国有相当多学者反对产业政策的特定环境下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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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对产业政策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恰恰相反，这些学者的研究要比现在的争论

早就深入得多。例如，在演化经济学以及与之具有历史渊源的研究传统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

就有 路 风 ( 2000，2004，2016a，2016b，2016c，2016d ) 、贾 根 良 等 ( 2007，2008a，2008b，

2009，2011，2015 ) 、贾 根 良 ( 2012，2013a，2013b，2013c，2013d，2013e，2014a，2014b，

2014c，2016，2017a，2017b) 、宋磊 ( 2015，2016a，2016b，2016c)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贺俊等人 ( 贺俊、吕铁，2015; 黄群慧、贺俊，2015; 贺俊，2016，2017a，2017b)

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 也许除林毅夫、宋

磊、贺俊和顾昕等人外，其它参与争论的学者并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关产业政

策研究的新进展①，因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当前国外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两大理论范

式，厘清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目前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在经济思想史中所处的位

置，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两大理论范式提供一个概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节将对比较优势

理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基础提出批评，并阐明演化发展经济学相应的替代性观点。

最后则讨论演化发展经济学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为什么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的

问题。

一、产业政策研究国际前沿的两大理论范式

在进行讨论之前，本文首先需要对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

谓产业政策就是指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或者是有关发 展 的 产 业 政 策 ( developmental

industrial policy ) ( 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Ｒunde，2017) ，这样定义的产业政策既包括英文中

工业战略 ( Industrial strategy ) 的概念，也包括政府制定的与企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

皮特利斯认为，微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大西洋两岸通过产业政策、战略和国际竞争这些伪装的

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复兴，“正如钱德勒、彭罗丝和许多其他作者观察到的: 组织

和企业是国家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公共产业政策的分析再也不能

忽视企业以及它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了” ( 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Ｒunde，2017) 。而那种“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

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

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了 ( 宋磊，2016a: 3) ，本文将不采用这种

以特定理论范式定义的产业政策概念。

按照上述演化经济学有关产业政策的定义，“历史上第一次审慎的、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的

实施可以远溯至 1485 年登基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青少年时代是和他的一位姨妈

在法国的勃艮第度过的，在这个地方，他注意到毛纺织品的生产不仅为其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

财富，而且也使面包师和其他工匠非常富裕，但其原材料却都是从英格兰进口的。1485 年，当

·6·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① 但林毅夫和顾昕对演化经济学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了解的。



亨利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未来几年的羊毛生产都抵押给了意大利的银

行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在勃艮第的所见所闻，因此，他决定采取模仿勃艮第的做法，

并为此制定了鼓励羊毛纺织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对新建立的羊毛纺

织厂规定免税期、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等，这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经

济政策的开端 ( 埃里克·S·赖纳特，2010: 58 － 62) 。正是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在英国

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 ( 贾根良，2017a) 。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是最早的产业政策，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坚决反对的“选择性”的

产业政策，正如李斯特和马克思指出的，( 晚期) 重商主义 ( 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 的经济

政策实质上是“重工主义”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 1721 年在议会开幕时经内阁授意所说的话就典

型地概括了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利益的关键性作用: “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

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 41) 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为什么

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如果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殖民地就只能是其悲惨的命运了。查阅任

何一本社会科学著作，您总是会发现，殖民地无一例外地被定义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制成

品销售市场”。重商主义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性因素，而且也是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催化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国家命运是何等重要!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产业政策理论也不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 1791

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的，而是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对何种经

济活动才能使国家致富特别是关于“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在他们

看来，“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则是“好的

贸易” ( 梅俊杰，2008: 105 －106) 。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正是以这种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

产业政策的，从而推动了英国的崛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演化发展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西欧特

别是英国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国富国穷的基本原理: “增长是经济

活动特定的”，并为之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产业政策只有选择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进

入壁垒高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一国才能走上富裕的道路。

正是基于对国际学术界上述研究成果的了解，2005 年初，笔者邀请挪威著名演化经济学家、

经济思想史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共同为中国读者编辑一本由笔者命名为 “演化

发展经济学”的著作。这本著作在 2007 年以 《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 ( 上、

下卷) 为名出版，现在仍是世界上第一本、同时现在也是惟一一本以 “演化发展经济学”命名

的著作。下图就是笔者通过对该书上卷第 15 页的图——— “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另类教规经济

学”———进行较大修改而绘制的 “演化发展经济学系谱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西欧主要国家 (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 的晚期重商主义经济学是

最早的发展经济学 ( K. S，Jomo and Erik. S. Ｒeinert，2005; Erik. S. Ｒeinert et al. ，2016) ，并对美

国学派 ( 汉密尔顿是其先驱) 和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成为推进英国、美国和德

国崛起的经济学说，美国学派、李斯特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经济政策产

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日大分流”的重要因素 ( 贾根良，2015) ，1945 年后的日本和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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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深受这种经济 ( 产业) 政策传统的影响，虽然许多发展型国家论者

未能深入理解这种历史渊源。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不仅从这些源远流长的产业政策实践及其

思想史中吸收灵感来源，而且还直接从李斯特、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的 E. P. 史密斯那里直

接吸收理论灵感①。

图 1 演化发展经济学 ( 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 系谱图 ( 简图)

来源: 贾根良根据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 ( 2007: 15) 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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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李斯特对演化发展经济学或更直接说对当代中国产业政策的意义，可参看贾根良等: 《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有关 E. P. 史密斯工业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及其对我国智能工业化战略的重大意义可参看贾根

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演化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由上述以政策实践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广义上的现代经济

演化理论合流而成，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重新阐释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实践及其经济思想，并

创造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笔者将之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包括: 演化经济学 ( 其主

要流派是凡勃伦以来的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 、结构主义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演化理论方

面、继承凯恩斯传统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并直接从马克思、熊彼特和凯

恩斯那里直接吸收理论灵感①，因为和熊彼特和凡勃伦一样，马克思和凯恩斯也被公认为现代演

化经济学的先驱。对于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我们需要简要地说明它与演化发展经

济学及其产业政策理论之间的三点主要联系。

首先，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产业政策理论仍需要继承并发展经典发展经济学合理的理论成分。

例如，杨格定理是在斯密定理 (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基础之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斯

密定理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演化思想的重要代表。在杨格定理基础上，经典发展

经济学的两位开拓者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指出，由于投资活动在产业间存在着金钱外部性，

因此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之进行协调。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

豪斯曼和罗德里克也是承认的，在他们的著名论文《经济发展作为自我发现》 ( Hausman Ｒ. and

D. Ｒodrik，2003) 中，他们提出了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两大理论基础——— “协调失灵”和 “信

息外溢”，其中前者就是从经典发展经济学继承而来的。但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经典发展经济

学、新古典经济学 ( 包括新结构经济学) 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强调技术创新而非后者所谓

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其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代学派是英国的剑桥学派 ( 国内学者在过去经常称之为新

剑桥学派) ，其代表人物为卡尔多、罗宾逊夫人和帕西内蒂等人，他们探讨了作为演化经济学主

题之一的分工、技术进步、报酬递增和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等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其货币金融理论，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现代货币理论 ( 又称国

家货币理论) 异军突起，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它不仅对共和党候选

人特朗普的智囊产生了重大影响 ( Wray L Ｒ. ，2017 ) ，而且，作为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的斯蒂芬妮·凯尔顿 ( Stephanie Kelton) 还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中直接担任经济

顾问，尽管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特朗普政府不可能以这

种货币理论为基础制定经济政策，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却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彭罗丝的 《企业成长理论》 ( Penrose，1959 ) 继

承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在这本名著中，彭罗丝指出，企业的 “超额资源”内生

地导致了企业的成长，它是作为企业间学习、专业化和协同工作以及有抱负的管理者为 “超额

资源”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用途的结果，从而为目前在商学院作为主流理论的 “企业的资源和

·9·

2018 年第 1 期

① 有关马克思工业革命的理论及其对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可参看贾根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

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能力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中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产业政策理论奠定了基础。纳尔逊和温特的

经典著作 ( Nelson and Winter，1982) 不仅因为强调惯例、能力、创新和组织学习在推动组织变

迁并提高组织绩效上的作用，从而对 “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

们还开创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发展了创新体系 ( 创新系统) 的研究方法，开辟了

创新经济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和新熊彼特学派都是建立在熊彼特的学

说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将之统一称为新熊彼特学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中，对产业政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新熊彼特学

派。众所周知，以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在 1982 年出版的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产业政策的

成长 ( 1925—1975) 》一书为标志，正式拉开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政策大辩论。但正如宋磊指出

的，在日本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中，今井贤一在 1984 年已经开始将演化经济学以及与演化

经济学具有学术渊源的动态能力理论应用到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直到现在，这种研究

思路仍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注意①，同样，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英文文献中，由于演化经济学家

没有使用过于“狭隘的”产业政策概念，而是使用了创新体系的概念 ( 国家的、区域的、部门

的和技术的) 讨论政府如何通过建设创新体系在制度和政策等更系统、更多维的视角推动产业

发展的问题，所以，演化经济学特别是新熊彼特学派在产业政策研究上的贡献也就很少受到国

内学者的关注。

在演化经济学中，如果说今井贤一是最早将企业能力问题引入到产业政策研究的学者，那

么，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 ( Christopher Freeman) 在

1982 年提交给经合组织 ( OECD) 的一篇会议论文②则是第一篇从宏观和中观角度从事产业政策

研究的论文。弗里曼在 1987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

验》中，研究了日本通商产业省和经联会的产业政策对日本创新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研究，并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841 年的 《政治

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英文书名 (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 中受到启发，弗里曼提

出了国家创新体系 (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的概念，这展现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发展的

早期就与源远流长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大约在 2007 年之后，演化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使用 “产业政策”的术语了。2007 年，演

化经济学家苏特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实践中的产业政策开始转向了创新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技术创

新，从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 Luc Soete，2007) 。在对截止到 2007 年的产业政策研究文献

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笔者区分了旧式的和新式的产业政策: 从前在东亚与拉丁美洲国家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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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 ( 2017) : 《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 日文文献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经济与历史”

学术研讨会 ( 2017 年 10 月 21 － 22 日) 分论坛《从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反思现代产业政策前沿问题》专题讨论论文，

修改稿见作者本期专栏文章。

该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至 2004 年才以“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为题发表于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Vol13，2004，540 － 552.



产业政策是旧式的产业政策，而以知识、能力建设和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则是新式产业政策，

后者将越来越成为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重点，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贾

根良、姜达洋，2009a) 。2009 年，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编辑出版了演化发展经济学在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 《产业政策与发展: 能力积累的政治经济学》 ( Cimoli M. ，G. Dosi，and J. E.

Stiglitz，eds. ，2009)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原本不属于演化经济学阵营，但自他离开世界银行成为

“华盛顿共识”的反对者之后，就日益运用演化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问题。他将伦德瓦尔等演化

经济学家们有关学习型经济的研究运用到发展中经济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关

键问题 是 知 识 和 学 习 问 题 的 观 点 ( Stiglitz，2011 ) 。斯 蒂 格 利 茨 和 格 林 沃 德 ( 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 进一步指出，( 演化经济学家们) 长期以来就已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改善来

自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资本积累，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真正区分开来的主要是知识的

差距。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和追赶的步伐基本上依赖于它们能够缩小知识差距的步伐，

这就使得国家如何学习、如何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公共政策如何推进这种进程成为产业政策研究

的核心问题。精心设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可以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而设计很差的政策则阻

碍了学习。“新自由主义”集中在静态资源配置上的思路阻碍了学习而不是推动了增长，自由贸

易实际上导致了停滞，而基础广泛的工业保护和汇率干预给被保护的部门并常常是给整个经济

带来了好处 ( Christos Pitelis，2016) 。

那么，上述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及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与过去十多年国际经济学界

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笔者只是通过介绍一场争论和英国经济学家皮特

利斯 ( Christos Pitelis) 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综述对此做出说明。

就在中文版《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于 2007 年元月出版后，演化发展

经济学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在该年也相继出版了，这就是赖纳特的 《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

依然贫穷?》 ( Erik. S. Ｒeinert，2007) 和张夏准的《富国的伪善: 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

史》 ( Ha － Joon Chang，2007) ①。与赖纳特更理论化的著作不同，张夏准的论著更多地是从经济

政策史入手的。2007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3 日，《金融时报》副主编、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

尔夫在该报上开辟专栏，共发表了七篇短文讨论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著作，张夏准一人与沃尔夫、

艾伦·温特思、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安妮·克鲁格、埃德蒙·费尔普斯展开了论战。笔者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组织了一个专栏，在翻译这七篇短文 ( 马丁·沃尔夫等，2008 )

的基础上，对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评论 ( 贾根良、黄阳华，2008; 杨虎涛，2008) 。与后

来张夏准与提倡产业政策的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不同 ( Justin Lin，Ha － Joon Chang，2009; 中本版

见林毅夫，2011: 93 － 116) ，这场争论基本上是在张夏准与原教旨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

一次交锋，后者对产业政策基本上持反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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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罗伯特·H·沃德 ( Wade，2012 ) 和皮特利斯 ( Pitelis，2014 ) 指出的，在最近几

年，产业政策的争论又重新流行起来了。皮特利斯认为，“在这种脱胎换骨的争论中，产业政策

的争论常常涉及到知识或能力的转移、学习、市场的共同创造、集群、创新的生态系统和企业

家精神的提升等主题” ( 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Ｒunde，2017) 。皮特利斯的这种看法无异于是

说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甚至核心范式。但他又指出，“有趣的是，

一些改 宗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家 或 可 以 称 之 为 ‘后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家 们’( post －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也 加 入 到 这 种 争 论 中 来 了， 例 如， 罗 德 里 克 ( Ｒodrik，2009 ) 、豪 斯 曼 等

( Hausmann et al. ，2011) 和林毅夫 ( Lin，2011) 等，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

称、投入的缺失和协调失败，所以需要产业政策。……甚至更具新古典经济学风格的阿吉翁等

人 ( Aghion et al. ，2011) 的‘新产业政策’也认识到，定位于特定部门的垂直的产业政策干预

可能比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所能领会到的更加有效” ( 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Ｒunde，2017) 。

在笔者看来，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争论的另一主要

范式。由于它承认政府对生产活动的某种干预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反对产业政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 “名言”就具

有代表性: “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 ( Becker，1985) 。但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韦德

看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 “将‘产业政策’描述成为毒药，美国政府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

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者都声称: 美国没有产业政策，或者说有坏的产业政策，

…… ( 但实际上)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政策收益远远

超过了其成本。” ( Wade Ｒ. ，2017) 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占多数，尤其是，

“张维迎、林毅夫围绕产业政策存废的论战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 ‘批产业政策’

一边倒的舆论态势” ( 袁岚峰，2017) ，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林毅夫教授的 《新结

构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在对这些改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持欢迎态度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

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进步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例如，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就指出，这是一

种对新古典经济学 “永不可能发生的范式转换”: “林毅夫的立场可见于两种相互冲突的视角。

一方面，他绝不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而且他还坚持国家的干预作用……在另一方面，可以认

为，与其说林毅夫积极倡导国家干预，不如说他是以此为手段，在新自由主义 ( 在其中，产业

政策是被深恶痛绝的) 丧失了合理性的情况下，来抵制对更激进措施的要求” ( 本·范因、艾丽

莎·范·瓦扬贝尔热，2015) 。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实际上是说，林毅夫教授的 《新结构经济学》

试图阻挡针对“华盛顿共识”的发展范式和经济政策实践的真正的革命。范因和瓦扬贝尔热的

这种说法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并非没有一些道理。

在笔者看来，这种 “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触动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其产

业政策的理论 范 式 与 演 化 发 展 经 济 学 存 在 着 本 质 上 的 不 同。正 如 皮 特 利 斯 指 出 的，这 种

“后新古典经济学”对产业政策争论的贡献仍然执迷于传统的市场失灵或者有效的资源配置

的观点，他们非常不同于市场扩大或资源创造的理路，持有这种理路的经济学家既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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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工 作 的 有 关 企 业 组 织、企 业 能 力 及 其 战 略 研 究 理 路 的 学 者，也 包 括 诸 如 卡 尔 多

( Kaldor，1972 ) 、罗宾逊 ( Ｒobinson，1977 ) 和帕西内蒂 ( Pasinetti，2007 ) 等学者的剑桥

学派。在这种强调结构和干预性公共政策的 “后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欢迎的同时，它们实

际上对作为 剑 桥 学 派 核 心 主 题 的 组 织 和 生 产 问 题 并 没 有 什 么 可 说 的 ( 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Ｒunde，2017 : 684 － 685 ) 。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皮特利斯对上述产业政策争论不同范式的评述是不全面的。在产业政

策问题上，秉承资源创造理路的经济学当然还包括演化经济学，因为 “演化经济学是资源创造

的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 ( 贾根良，2004，前言; Witt，2006) ①; 资

源创造的经济学还包括“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 ( 演化发展经济学) ”在经济

思想史上的先驱，“这是一种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 ( 规模) 报酬递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

度 ( 和组织) 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 ‘经济学的替代性教规’”，这是继 “华盛顿共

识”失败之后发展范式的一种革命 ( 贾根良，2007，见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中译本前

言，Ⅲ) 。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经济思想史中抛弃经济发展主题转向 “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

“静态的插曲” ( 谭崇台，1989: 32) ，是与生产、技术创新、规模报酬递增和由此内生的制度和

组织变迁无关的“交换经济学”。

作为“后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宣称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

优势理论和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但它在 2016 年底所提出的一些产业政策与这种理论基础是内

在相冲突的，实际上已经否认了其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在下面第二节的讨论将说明，比较优势

理论在历史上曾是发达国家让欠发达国家安于贫困的理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摆脱贫困都是违

背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 它所尊奉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对研究产业政策来说是不恰当的，

与现代知识经济更是不相干。通过这些讨论，笔者将提供演化发展经济学替代性的理论和观点。

这种讨论还将说明，新结构经济学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作

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是有缺陷的。本文第三节将探讨为什么演化发

展经济学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新结构经济学只有抛弃新古典经济学，才能使其

合理成分在研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得到更好的运用。

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还是技术赶超?

在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之前，我们需要简述其基本观点。林毅夫教授写到，

“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

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 ( 林毅夫，2017b) 。“要素禀赋结

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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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为核心主题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

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

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

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 林毅夫，1999) 。“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

水平较低向较高水平的提升。……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

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 ( 林毅

夫，2017b) 。

那么，如何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呢?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让我们首先从对世

界经济史的观察入手对其做出评价。这种理论最大的迷惑性就在于突出了经济剩余对不同经济

活动选择的重要性，确实，有谁能否认经济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呢? 然而，历史却说明，

当一国对其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时，经济剩余的多寡并不重要。它还强调

一国在选择某种经济活动时，正确的方法是选择要素成本低的经济活动，因为这种经济活动能

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从而为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历史事实是如

何呢? 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当亨利七世在 1485 年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

贫如洗的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亨利七世采取了违背其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吸引荷兰和

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英国两百多年后之所以崛起的首创性的产

业政策。然而，亨利七世的这种选择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条件: 只有在积累较多经济剩余

的条件下，才能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羊毛纺织制造业; 也不符合新结构经济学所谓 “成功

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政策”，当时的英国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是养羊业，放牧羊群的农民的收入比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居民都低得多，确实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成本低的条件，但养羊业却不能给英格兰带来更多的经济剩余，原因就在于进口羊毛的国

家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后再返销英格兰，其价格是其英格兰出口羊毛价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

亨利七世接手英格兰时，它为什么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 原因就在于其长期秉承要素禀赋参与

国际分工的结果，其结果是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它如何以及何时才能够积累比较优势理

论在选择资本密集程度高的制造业时所要求的经济剩余呢? 英格兰的这个例子说明新结构经济

学所强调的经济剩余的至关重要性并不成立。

第二个例子是拉丁美洲的故事，它说明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当时经济剩余很高，也选择

了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采矿业，但却陷入了“中等收入 ( 甚至高等收入) 陷阱”，至今仍无法摆

脱。众所周知，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 70 年代爆发后，西欧和美国迅猛的重化工业化导致

了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拉丁美洲各国就通过大量接收移民和矿产资源的出口更深地卷入到了

欧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其主要的矿产品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

刚开始的时候，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很富裕，例如，阿根廷在 19 世纪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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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柯林·克拉克的数据，在 20 世纪 20 年代，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高居世界第五位，而当

时的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六位，但到了 2013 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计

算，阿根廷的人均 GDP 已经下降到只是澳大利亚的 1 /5. 5。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差异

呢? 一个原因是，由于重工业革命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将经济剩余投向了

资本密集的采矿业，相对于它们进口的轻工业消费品而言，采矿业无疑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

产业，但出口矿物原料并不能使国家致富; 另一个原因则是澳大利亚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通

过保护主义政策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工业，而阿根廷却没有 ( Dieter Senghaas，1985:

146 － 151) ，未能及时建立而非过早选择资本密集的工业恰是阿根廷长期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根本原因。

既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能构成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应该遵循什

么样的原则呢? 还是让我们从对世界经济史的观察入手。亨利七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为什么

要进入毛纺织业?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因为相对于羊毛出口等原材料生产，毛纺织业

等制造业具有更大和更频繁的技术创新窗口，从而可以带来更长的产业链、更大的规模经济、

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工资。这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窗口的大

小和变化速度是亨利七世实施其产业政策的基础，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些经济学道理，但他从毛

纺织业所带来的普遍富裕中直觉地意识到了技术能力对其进入毛纺织业成功的关键作用，因此，

他采取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英格兰毛纺织制造业本土技术能力的形成，这些措施

包括提高羊毛出口的关税，以使外国的毛纺织品生产者不得不承受比他们的英格兰同行更高的

原材料价格，以便鼓励羊毛在英格兰本土加工，并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

定居，对新建立的羊毛纺织厂给予一段时间的免税期，或者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授予其

专营权等。

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技术都是以工匠所具有的技能和诀窍等形式存在的，它对

当时西欧各国的争霸及其产业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可以从两个事例中略见一斑。一个是

对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提出的决定性影响，另一个则是对英法争霸和工业革命为什

么没有在法国爆发的影响。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之所以创造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

是因为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当他在英国流亡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信奉新教的法国侨民，

其中多数人是身怀技艺的手工业者，他看到这些能工巧匠为英国带来的好处，叹息法国因

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而蒙受的巨大损失，很想把他看到的英国的做法运用到法国，因此，当

他怀着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第三等级利益的坚定信念回到法国后，就满怀激情地撰写了

献给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和王后的 《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 ( 阿尔金，2007 ) 。罗

斯托将法国工匠的大量流失看作是工业革命没有在法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英国工业

革命爆发前西欧各国群雄争霸的时代，“欧洲各国充满生气的重商主义政府都在建立全国市

场，引进和保护当时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技术。……现代史初期的宗教问题和引发英国 1688

年革命 ( 和 1685 年法国取消南特敕令) 的全部因素，都直接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有

关系。…… ( 身怀技艺的) 胡格诺派教徒的出走削弱了法国在关键的时期和事实证明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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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方面同英国竞赛的能力” ( 罗斯托，1997 : 136，153 ) 。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理论基础问题: 它究竟应该是以技术赶

超理论为基础，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 技术赶超包括两个方面: 技术追赶和技术蛙跳，

技术追赶是技术蛙跳的基础，它们两者都是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的，而比较优势则是以要素禀赋

为基础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经济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问题: 国民财富的基础究竟是

生产力还是交换价值? 所谓交换价值就是古典经济学的 “蓄积的财富”，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 经济) 剩余”。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歧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可以归

结为: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应该回到亚当·斯密，还是回到李斯特?

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

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 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他将越过

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他就会富裕起来” ( 李斯特，1961 :

118 ) 。那么，什 么 是 财 富 的 生 产 力 呢? 李 斯 特 以 渔 夫 的 例 子 区 分 了 这 两 个 概 念，他 说:

“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

占有了多少条鱼，而 是 在 于 不 断 地 捕 鱼 以 满 足 他 的 需 要 的 那 种 能 力 和 手 段。” ( 李 斯 特，

1961 : 296 ) 李斯特在这里所指的 “能力和手段”实际上就是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能力理论

和国家能力理论中所说的 “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演化发展经济学

的源流要远溯到李斯特及其以远的原因。李斯特对生产力的定义虽然很芜杂，但其核心无

非是 ( 个体的和公共的) 新知识、新技术、企业家精神和由新技术内生的制度和组织能力。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亚当·斯密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也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

身，它关心的是经济 “剩余”而非生产力。

在我们刚引述的李斯特的上段话中，他实际上是说，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虽然很穷，但如

果它不断积累和革新其技术能力 ( 为了讨论的简洁，本文暂不涉及组织能力问题) ，这个国家终

究会富裕起来; 而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仅靠要素禀赋出卖自然资源或体力劳动，虽然 “蓄积的

财富”或 “ ( 经济) 剩余”很多，但因为没有积累和不断革新其技术能力，这个国家最终将会

陷入“贫困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像自然资源丰富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一样。因此，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能力的积累和不断革新，而不是可用于再投资的 “( 经

济) 剩余”问题，用李斯特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问题而不是交换价值问题，技术赶超而非比

较优势应该成为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因而，这个结论就对新结构的下述命题提出了疑问:

“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

平的提升 ( Lin，2017b) 。”显而易见，这个命题忽视了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在推动资本—劳动

比提高中的决定性作用: 没有技术创新，资本—劳动比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当然，两者之间存

在着循环累积因果的关系，但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技术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才是决定结

构变迁更根本性的力量，演化经济学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政策制定基础上的本质不同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的美国。一些学者将 1776 年看作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不平凡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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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两件大事: 美国独立和亚当·斯密 《国富论》的出版。但是，这两个事件对美国的影

响却是相当不同的。亚当·斯密根据其国际分工的相对优势理论，反对独立后的美国发展制造

业，他写到，“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

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

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

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

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

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

果也许更会如此” ( 亚当·斯密，1972: 336 － 337) 。

由于美国自然资源和土地的要素禀赋价格相当低廉 ( 这很好地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禀

赋论) ，所以，亚当·斯密关于美国不要发展制造业的观点和自由贸易理论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

非常流行，在美国的大学中是占支配性的经济学说。然而，它却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经

济学者的坚决反对。1791 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

“……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的关系” ( 转

引自 W·W·罗斯托，1997: 156) 。因此，美国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英

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建议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

“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

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 ( Ｒaymond，1820: 134) 。但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信奉比较

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为英国生产工业制成品供应棉花等初级产品，在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对美国北方工业保护主义的战争。显而易见，如果南方在美国的南北

战争中获胜，拉丁美洲目前的状况就是美国的命运。

美国学派之所以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因为他们发现，技术进步是资本的本质。美国学派

将资本定义为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替代工匠成为了能够及

时反映当时技术进步的载体，所以，他们的这种定义就反映了资本 － 劳动比的提高是技术进步

的结果。美国学派的先驱汉密尔顿在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将国际间商品竞争的性质抽象为

一种唯一的共同要素投入，即生产中施加和利用的产业能量，采用机器的目的就是通过开发大

自然中的能量替代人类体力劳动做工的能量，机器的生产率远高于劳动力 ( 迈克尔·赫德森，

2010: 335) 。美国著名政治家和美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亨利·克莱继承和发展了汉密尔顿的

思想，他指出，“科学使一个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学将

胜过也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培

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

( 迈克尔·赫德森，2010: 124)

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和亨利·凯里在 19 世纪中叶及时利用当时有机化学

的进步，将化肥视作与劳动和土地相竞争的资本品，提出了生产要素之间交叉竞争的理论和

“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按照这些理论，由于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投入都可被还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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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作作用力”的能量，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机器和化肥作为当时科学

技术进步载体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和土地作为原始工作的提供者，它提供能量的效率是劳动

和土地的几倍，而单位成本又是后两者的几分之一，例如，蒸汽织布机比手动织布机的生产率

之所以高十几倍，原因就在于人的肌肉作为动力来源，被动力程度高十几倍和单位成本只是劳

动力的几分之一的蒸汽动力所替代的结果。

美国学派的学者观察到，19 世纪一些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和肥沃土地的国家，其工农业产

品却因为价格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用科学技术

武装起来的高等级能量所驱动的资本排挤掉了落后国家未经改良的土地和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这

些要素禀赋，所以，美国学派成为亚当·斯密相对优势的国际分工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坚定

反对者，为美国工业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美国学派认为，由不同技

术水平所导致的国家间能量密集型资本的生产率差距构成了富国愈富和穷国愈穷的基础，后发

国家只有在技术上创造出更能提高能量生产率的资本 ( 货物) ，才能取得经济追赶的成功，这就

是美国学派的“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美国和德国正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电气、内燃

机和钢制品等新兴产业入手，率先开发了作为其核心技术的 “电力和石油密集型”资本，才一

举“蛙跳”到在 “煤炭密集型”资本上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英国的前面 ( 贾根良，2013d，

2013b) 。

美国学派的上述资本概念完全不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在财务或

金融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余永定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时曾指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把

资本—劳动比的变化作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表征，但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是同质的，

而产业升级涉及的是异质资本; 相应地，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以推导出资本和劳动边际成本

和边际收入的变化，但却无法解释技术转换问题; 以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

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 ( 余永定，2014) 。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是

因为其自身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资本—劳动比的概念只是一种金融或财务上的

概念，或者李斯特批评亚当·斯密时所指的 “交换价值”的概念，而美国学派以技术进步为核

心的资本概念不仅为美国 19 世纪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指导，而且，正是从美国学派和马克思那里

受到启发，笔者提出了智能工业化的概念和 “资本的智能生产率理论”，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制定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 贾根良，2016) 。

新结构经济学不能作为产业升级指导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无法最终实现经济追赶。与维

纳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强调从成熟的技术入手

亦步亦趋地实现经济追赶。我们知道，当技术趋于成熟后，技术的使用就会是一个以资本密集

为特征的高度标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所以，当这种成熟技术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时，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它所需要的恰恰正是欠发达国家所缺乏的资本。但是，欠发达国家利用比较成本

优势，不断攀登成熟技术的阶梯，能够实现经济追赶吗?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的回答是，

“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极其不可能的” ( 卡洛塔·佩蕾丝，2007: 181) 。为什么是这样呢? 请参

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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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潜力的变化与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

资料来源: 根据赖纳特、贾根良 ( 2007) 第 181 和 182 页的两个图综合而成。

在图中的第一阶段甚或第二阶段，不仅盈利机会和增长潜力大，而且它也为技术追赶提供

了广阔的天地; 而到了第四阶段，技术创新的 “机会窗口”很小，但却有利于投资驱动和具有

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在新熊彼特学派看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

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落后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因此，

佩蕾丝认为，在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上不存在技术追赶的 “机会窗口”。

按照上述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真正具有意义的则是新技术革命开始时的第

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

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知识和实验室阶段，因此，知识的意会性程度、经验和技能要求

都很低，产业的进入壁垒也低，处于这个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

国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更像是 “一张白纸”，甚至能比率

先崛起的国家更加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要求，而后者则往往严重受困于旧技术经济范式

的锁定效应，正如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情况所说明的 ( Perez C. and L. Soete，1988 ) 。因此，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技术革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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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且还有可能像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美国和德国取代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那

样，实现蛙跳式发展 ( 贾根良、刘琳，2011) 。这也就是说，对后发国家而言，真正具有追赶意

义的是由新技术革命为之提供的 “机会窗口”。对于积累了一定技术能力的国家来说，其 “比较

优势”恰恰就在于这种新技术革命的前沿技术领域，而不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

禀赋的比较优势。

韩国经济学家李根通过对韩国和我国台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赶超的经验研究验证并发

展了佩蕾丝的经济追赶理论。李根的研究说明，韩国和我国台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

在进入汽车、钢铁和化工等资金密集的传统工业后 ( 其技术属于李根所谓变化慢的长周期技术) ，

很快就在 80 年代中期进入了电子、半导体、平板显示器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

技术前沿都属于技术变化快的“短周期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现存的技术领先者的统治地位很

可能被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所打乱，而且在短周期技术行业 ( 的) 后来者也不必过于依赖那些受领

先者控制的已有的技术……这个特性也意味着更低的进入门槛、更大的利润可能性，而且因为与发

达国家的技术冲突会较少，这也意味着需要较少的特许权使用费，甚至有可能产生先发 /快发优势

和产品差异化效应 ( 李根，2016: 前言，Ⅻ) ”，从而可以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

与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实质上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不同，李根的这本书专注于

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在他看来，技术赶超是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则主要涉及以技术为基础的专业化，其关键是中等收入国家能

否在新技术出现频繁的短周期技术领域取得优势” ( 李根，2016: 21 － 22) 。李根建议，“中等收

入国家专注于最少依赖现有技术的技术领域，以及那些能提供最大发展机会的新技术领域。如

此一来，我们的发现便补充了林毅夫的经济发展理论。林毅夫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引进

那些对技术领先者而言已经成熟、而在本国尚未发展的行业。而本书推荐技术后发国选择优先

进入那些更短技术周期的领域。我们认为，当技术后发国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后，它便可以进

入一个对后来者和领先者都算是新兴技术的领域” ( 李根，2016: 前言，Ⅻ) 。但在笔者看来，

李根的“发现”实际上只不过是佩蕾丝理论的应用和拓展而已，而它与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发展

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而非 “补充的”关系，因为按照李根的看法，“新结构经济学”及其

比较优势战略适合于从低收入经济到中等收入的转型，但不适合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

转型。

笔者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明，技术和组织能力的积累是从低收入经济到中等收入转型的

基础和核心，一个低收入国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不起相应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即使积累了

新结构经济学再多的“剩余”，就像 20 世纪初人均收入很高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它在中

等收入阶段进入新兴技术领域也是没有基础的，即使进入，也不可能像韩国和我国台湾那样实

现经济追赶。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无法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在

产业升级上提供理论指导，而且，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某种程度

上虽然是富有启发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适用性，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演化发展

经济学家们看来，技术能力建设而非要素禀赋是历史上所有国家或经济体赶超成功的基础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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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应该以技术赶超理论而非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虽然比较优势作为一

种次要的和补充性的原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局部的应用。

三、演化发展经济学作为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更适合于我国国情

上一节已经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比较优势战略不适合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

济体的转型，我国现在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种经济学也不大适合我国国情。

一些研究者还从国家经济规模的角度出发，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在应用于发展中大国时存在着严

重的局限性①。例如，余永定教授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巨大的差

异性，其发展的初始条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不同。因而，中国大概可以容纳两种以上

的发展模式。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寻求发展; 另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根

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寻求发展。但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小国来说，走

按禀赋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 或并不寻求升级———因为我们依然不清楚如何升级) 可能是最

好的选择” ( 余永定，2014) 。朱富强博士也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没有充分考虑一国尤其是大国

比较优势的多元性，没有考虑不同规模经济体对世界市场依赖程度的差异，它更适合于新加坡

之类的“出口型经济”的小国而非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因为小国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才能获

得规模经济，而大国本身就拥有培育新型产业的足够广泛的市场，大国的产业升级往往可以突

破小步跑式的局限而实现某些产业的大跨步发展 ( 朱富强，2017a) 。

笔者虽有保留但基本上赞同余永定教授和朱富强博士的上述观点，然而，本文并不打算从

大国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 相关内容的部分研究可参

看贾根良，2013a，2013b，2013d) ，而是通过对演化经济学有关技术赶超 “机会窗口”理论的

修正和创新，从新技术的供给方面对我国产业升级的途径进行初步的探讨，并说明作为产业政

策的理论基础，演化发展经济学为什么比 “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于我国国情。根据我国作为

“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演化经济学

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因为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不适合中等收入国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结

构经济学。但值得说明的是，本节提出的新理论和政策建议是针对作为中等收入的 “超大型发

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的，不见得完全适合于一般性的中等收入国家。本文主要是从传统工业

( 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表) 的重要性、新国际分工作为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知识生产新模式

这三个方面对我国作为 “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入手，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赶超理

论为什么需要加以修正、创新或发展。

首先，传统工业中也存在着技术赶超的 “机会窗口”，佩蕾丝和李根的技术赶超理论需要创

新和发展，这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就业和经济增长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一

般将所有的工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或者区分为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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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或战略性新产业的粗略代表。发达国家传统

工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所有工业的比例曾长期维持在平均 60% 左右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

虽然受“去工业化”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在整个工业中仍占据半壁江山。在我国，传统工业所

占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前，我国传统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 85% ( 白玲等，

2010) ，现在大致上仍维持在这个比例。据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

2016 年 12 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环境与发展论坛上说，2015 年，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于其

他工业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占我国全部工业比重达到 15% 左右 ( 李禾，2016 ) ，这就是

说，传统工业仍占我国全部工业 85%左右的比例，这样高的占比对我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工业门类最齐备的国家，而在十年前曾

作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的美国，由于“去工业化”，目前许多工业门类在其国民经济

中已经消失，对其经济增长、就业和创新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 William B. Bonvillian and

Charles Weiss，2015) 。即使是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其人口 ( 2014 年为 5041 万) 也不到

我国的二十四分之一，大约是我国东北地区的 42% 左右; 地域面积大约只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十

五分之一，因此，韩国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中，许多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 “残缺不全”不

会影响其增长和就业，正如李根指出的，韩国没必要建立飞机制造业 ( 李根，2016: 127 ) ，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根不大可能注意到传统工业有可能存在着技术赶超的 “机会窗口”的问题，

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相当于十几个或二十几个 “发展中大国”的 “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来说，

传统工业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不

得不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要讨论传统工业中是否存在着技术赶超的 “机会窗口”，我们首先就必须从新技术革命的前

沿技术谈起，因为传统工业的 “机会窗口”正是由其提供的。那么，除了第二节已经谈到的原

因外，演化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建议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要模仿新技术革命的前沿技术，而无须

顾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呢? 或者就像怀疑者常常提出的: 如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

技术革命浪潮兴起之时，演化经济学家们就建议每个中等收入国家都专业化于信息和通讯技术

的生产，这不是荒谬的吗? 为了回答这种疑问，我们在这里有必要首先介绍技术革命浪潮、技

术经济范式和通用性技术的概念。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

了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现在开始进入第六次。在马克思和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新技术革命是

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每次技术革命浪潮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一种新的通用性技

术，从而掀起一场飓风般的 “创造性毁灭”过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通过熊彼特的 “创造性毁

灭”，不仅创造了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新组织和新的经商管理原则，而且也摧毁了旧技术

经济范式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由于这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每隔数十年才能出现，因此，这就

导致了 ( 技术的和组织的) “能力摧毁”的间断性。

技术经济范式革命所导致的这种 “能力摧毁”的间断性就为后发工业化国家提供了赶超的

“机会窗口”。一方面，正如笔者在第二节已经指出的，这种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具有一定

技术能力的国家在新技术的发展上都 “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而另一方面，每次技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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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摧毁”都为 ( 中等收入的) 后发工业化国家创造了 “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从而为后发

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新技术革命的 “后发优势”和“快发优势”。在经济思想史中，正是演化经济

学这个术语和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凡勃伦在 《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 ( 1915) 中最早讨论了发展

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概念和后来者在制度创新上 “蛙跳”的优势。他在该书中指出，当一

个国家在引进技术时，它不会将技术原生国的制度重负携带过来。因此，当德国在将更发达的

技术最彻底地应用于不受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环境之时，而在英国，旧制度阻碍了新制度的产

生，导致了其原生性新技术的发展受到抑制，从而在英国产生制度创新上的 “先行者劣势”的

同时，在德国却创造了“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19 世纪末的德国特别是美国对英国的赶超就是

在这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情况下发生的，尽管许多原创性的发明和技术创新源于英国

( 贾根良，2004: 229 － 233) 。

在每次技术革命浪潮中，都有一些欠发达经济体抓住前沿技术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现

代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都与信息技术革命有关，突出的代表有韩

国、新加坡、我国台湾、芬兰、爱尔兰、以色列、印度和我国大陆。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没有尽

早进入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前沿技术，而是固守新结构经济学所谓的比较优势，那么，它们不仅

将错失新兴产业的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重大结构变革，错失“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错失新技

术革命在技术赶超上所提供的创新潜力巨大、创新频次很高的 “机会窗口”，而且，它们还将错

失笔者在下面将提出的新技术革命通过 “创造性毁灭过程”对传统工业的革命性改造在技术赶

超上所提供的“机会窗口”，本文将这两种“机会窗口”分别命名为新技术革命为中等收入国家

的技术赶超所提供的“第一种机会窗口”和“第二种机会窗口”。

我们已经指出，每次技术革命浪潮都会产生一种新的通用性技术，例如，第一次技术革命

浪潮是机械化，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是信息技术，这些通用性技术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所有生产

活动，它们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业部门，而且在传统工业部门也产生了 “创造性毁灭”的技术革

命，不采用这种新的通用性技术的经济将与前沿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将越拉越大。例如，

19 世纪 70 年代爆发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产生的通用技术是电气化和重型机械技术，如果一个

欠发达国家在积累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机械化技术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的蒸汽技术的初

步技术能力后，不是迅速跳跃到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通用技术，而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

议，按部就班地走完机械化技术和蒸汽技术的全过程，那么，它不仅将重新背负上这两次技术

革命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最新技术革命的制度障碍，而且与当时创造了电气化和重型机械技术

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经济差距必将越拉越大。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为什么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

浪潮中被美国和德国全面赶超? 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上的领先技术为其改造传统

工业上提供了绝对优势，使其传统工业的技术得到了更快和更全面的革新。例如，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和德国，效率更高的电动机和内燃机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采用，而蒸汽机在

英国却仍占统治地位; 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随着石油化工的发展，美国的化纤纺织业替

代了英国棉纺织业在纺织业上的国际统治地位，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国在 “传统工业”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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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丧失了“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 ( 贾根良，2013b) 。在这方面，高铁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

的故事: 德国的高铁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德国和欧盟却无用武之地，而在我国却

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广泛的采用 ( 贾根良，2013d) ; 美国的铁路系统在世界上曾是最先进

的，但现在却因为利益集团的阻碍在建设高铁上困难重重。

在当代世界，率先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前沿技术在传统工业上实现重大技术蛙跳的突出事例

已经发生在我国: 2013 年，当德国提出的工业 4. 0 计划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之时，沈阳机床

集团在 2012 年就已制造出了世界上首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 I5 智能数控系统，为之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中国样板 ( 胡启林，2014) 。德国和日本一直是机床嵌入式数控系统技术的垄断者，后进入

者在这种技术上无法与之竞争，但信息技术特别是物联网的发展为后进入者利用 PC 平台系统绕

开嵌入式系统领先者的绝对优势提供了 “机会窗口”，I5 智能数控系统正是利用这种 “机会窗

口”成功地实现了技术蛙跳 ( 路风、王晨，2016d) ，跨越到了德国和日本的前面，为笔者所谓

传统工业中技术赶超的 “机会窗口”提供了重要的例证。这些讨论请见图 3，在图中，尽早进入

新技术革命的前沿技术在中等收入国家可以产生技术赶超的 “第一种机会窗口”，这是佩蕾丝和

李根所讨论的，但他们没有提出和讨论传统工业尽早采用新的通用技术及其组织管理模式所产

生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这种“机会窗口”将产生先发优势或快发优势，从而实现传统工业的

技术蛙跳和产业升级。

图 3 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两种技术 ( 经济) 追赶的机会窗口

图片来源: 作者在卡萝塔·佩蕾丝的图示 ( 2007: 14) 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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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传统工业正面临着技术蛙跳和产业升级的重大 “机会窗口”，因为按照笔者的研

究，每次工业革命都由两次技术革命浪潮构成，其奇数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威力和广泛的社会影

响只有通过偶数的技术革命才能被充分展现出来，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产业革命

( 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 只有通过 1829 年开始的 “蒸汽和铁路时代” ( 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 ，

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这似乎是一种历史规律 ( 贾根良，2014b) 。在每次工业革命中，传统

工业的“毁灭性创造”都是发生在偶数的技术革命浪潮期间，这也就是说，每次工业革命的威

力都是通过传统工业的技术革命而充分展现出来的。目前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

潮，信息革命的威力将通过以智能化、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六次

技术革命浪潮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改造传统工业正在成为新一轮 “信息化”或笔

者所谓智能工业化的主力。

上述结论对于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就将

产业升级看作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战略性新兴产业) 或者是以新兴产业代替旧的产业。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耐心在突破核心技术上动脑筋和下苦功，

而是 “为了追求 GDP 指标，一有所谓 ‘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纷纷建立

低水平重复的产业园区，这是导致我国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

目前，地方政府纷纷建立机器人产业园，并有可能陷入 ‘机器人产业大战’的陷阱之中，

重蹈产能过剩、产品无利甚至亏本的覆辙” ( 贾根良，2014c) 。这种产业升级的流行观念

忽视了传统工业在一国工业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事实，忽视了我国即使以无以复加的

速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传统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也无法降低

到 70% 以下的基本事实，忽视了新技术革命为传统工业的技术赶超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所带

来的 “第二种机会窗口”，没有意识到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已经使笼统地将高

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视作产业升级的看法不再成立。

人们之所以误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以下也使用这个术语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以新

兴产业代替旧产业等提法的代表) 视作产业升级，在某种程度是将高新技术产业等同于了高创

新和高利润率的“第一种机会窗口”的结果。如果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这种看法是成立

的，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看法就不 ( 完全) 成立了。原因就在于，由于全球价值链

在国家之间的分解，新国际分工使高技术的核心部件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

离: 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而发展中国家

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约在十年前，笔

者就已经注意到，尽管我国大量出口带有 “高技术”标签的产品，但真正的 “高技术”却不属

于我们，我国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不高”已经成为人们较普遍的印象。我们的研究结论是，高

新技术产业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没有考虑到产品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这就使人们产生了高

技术产业发展的“统计幻觉”，正是高技术部件与其最终产品在生产环节中的分离导致了我国

“高技术不高”，因此，对高技术的政策支持已不能再是笼统的高技术产业、企业，甚至高技术

产品，而应当锁定为具体生产环节 ( 贾根良等，200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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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上述研究思路，笔者提出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概念 ( 贾根良，2013c) 。按照产业

分类，光伏和机器人产业隶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笔者通过对我国这两个产业的案例研究发现，

在参与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中，我国光伏产业实际上在国际分工中处于 “担

水劈柴”的地位，这种通过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国外高附加值投入和关键机器设备，90% 以

上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低

成本扶持政策打造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 “飞地型经济”。与

光伏产业由于缺乏国内市场为他人作嫁衣的 “飞地型经济”不同，我国真正有规模、实现大批

量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几乎没有，绝大部分机器人企业都是背靠跨国公司从事下游低端的配

套组装和服务，生产机器人的关键性零部件如高精度减速器和伺服电机等依赖进口，高附加值

的机器人市场基本上已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因此，笔者提出，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赶

超理论需要根据新国际分工的发展加以修正和创新: 在高新技术产业或一般地说新兴产业中，

只有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才具备技术赶超的 “机会窗口” ( 贾根良，2013c) ，技术赶超应从价

值链高端入手 ( 贾根良，2014e) 。

“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和艰难的根源，这种状况如不能扭转，不仅使

我国依靠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危险，而且将使我国利用新

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出现为他国高附加值产品 “作嫁衣裳”的局面，因为在 “高

端产业低端化”的情况下，改造传统产业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核心技术将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购买

( 贾根良，2014c) 。例如，2016 年，我国芯片 ( 或集成电路) 的进口额是 2271 亿美元，而当年

我国贸易顺差为 5100 亿美元，一个“小小的”芯片的进口金额就相当于该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

的 45% ! 实际上，新国际分工在国家之间所导致的全球价值链在高端、中端和低端之间的分工

不仅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这样的 “高端产业”中，而且也发生在 “传统工业”中; 不仅发

生在工业领域中，而且也发生在农业、采掘业 ( 自然资源产业) 和服务业之中，由于我国在新

国际分工中的大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并且在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中未能得到产业

政策的大力支持，从而使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几年就出现了 “高端失守、低端混乱和大量

产能过剩”的局面 ( 贾根良，2010a、2014a)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底之所以提出 “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为此，笔者提出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是从 “出口低附加

值的低端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向 “进口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出口价值链中高端产

品”的历史性转变 ( 贾根良，2010b; 贾根良等，2015a) 。

上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于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的讨论与新结构经济学存在哪

些根本性的不同呢? 讨论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对新结构经济学的 《吉林报告》做出评论，

因为该报告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从 “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 “遵循比较优势型发

展战略”。所谓 《吉林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应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邀请为其提供的一份关于吉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以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 ( 征求

意见稿) 》 ( 下称 《吉林报告》) 的名义发布。该报告中提出的 “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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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的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笔者在下面将结合 《吉林报告》的创新和不足，依次从三个方面

对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在应用于我国国情时的根本性不同进行

讨论，最后则就林毅夫教授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的新观点与新结构经济学原

初理论的内在冲突做出简短的评论。

首先，技术赶超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 长期以来，林毅夫教授一直就在

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行为，大力宣传其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他

将目前东北经济的困难归咎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工业赶超战略”以及 2003 年后第一轮东北

振兴战略对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强化; 他反对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如果飞机在中

国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国是世界的飞机生产基地，市

场规模是给定的，它给定源头，给定你的收入水平” ( 林毅夫，2005 ) ;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林毅夫教授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但可能是 10、20 年后才成

熟” ( 梅志清，2011) ; 对于信息技术硬件产业，林毅夫教授坚持我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

组装产业，反对自主创新，并因韩国三星电子违背了其比较优势理论，而诟病其进入芯片产业

的行为，因为“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

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 ( 林毅夫，2000) 。

林毅夫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与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严重不符，而且也与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技术赶超战略截然相反。在笔者看来，我国东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施

的 “重工业赶超战略”是正确的，它之所以在后来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孙冶方先生所诟

病的 “复制古董”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因素; 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所以成就不彰，原因主

要在于未能抓住 “技术赶超”并缺乏以 “技术能力”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继续延续

20 世纪 50 年代 “重工业赶超战略”的结果。正是类似于林毅夫教授的 “中国没有能力制

造、只能购买国外飞机”的观点导致了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大飞机项目的惨痛下马;

林毅夫教授反对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业 ( 信息技术硬件产业) 的观点遭到了业内人

士的坚决反对 ( 姜奇平，2009 ) ;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出现 “高端产业低端化”，

原因就在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

近年来，“芯片进口超石油”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给我国经

济、政治和军事所带来的极大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 卢义杰，2017 ) 。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进口的芯片不仅来自于美国，而且还大量来自于韩国; 因为三星电

子已经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虽然近年来 “互联网 +”在我国热火朝天，

但 “腾讯和阿里成为巨头，主要是依托了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的市场，他们的强项在于科技

的应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客 户 关 系，其 核 心 竞 争 力 不 在 科 技 本 身。但 三 星 就 完 全 不 同，

它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掌控核心技术的超级巨头 ( 刘晓博，2017 ) ”。事实胜于雄辩，正如

笔者在过去早就指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值得一驳”，它是与我国自主创新和 “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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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不了解“颠覆式创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占据科技

制高点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因此，演化发展经

济学与之存在分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提前布局，而不能等到 “技

术和产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时才临时抱佛脚? 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出的一

个理由是，“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

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

倘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就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 林毅夫，2017a) ”，

“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

研给予支持 ( 林毅夫，2017a) ”。“颠覆式创新”来自于基础科学研究，美国战后以来之所以雄

踞高科技霸主地位，之所以能够发动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与其在既有技术和产业仍

处于大发展之初的时候就已布局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与美国政府将基础研究成果商业

化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 ( 贾根良，2017a) 。林毅夫教授为产业政策提供的理由之所以仍基于新

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 “颠覆式创新”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

要求。①

与以交换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和演化发展经济学是以

生产和知识为核心的，所以，后者一直在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新模式对创新政策和

产业政策提出的挑战，注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跨学科 “会聚”对

于技术赶超所提供的机会窗口。1994 年，吉本斯等人在其合著的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中

描述了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 ( 1) 知识在应用中产生; ( 2) 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 ( 3) 知识

生产主体的技能、经验的异质性和组织的多样性; ( 4 ) 知识与社会关注问题的相关性提高，并

反映所有生产主体的利益; ( 5) 评价知识价值的标准多元化 ( 贾根良等，2003; 迈克尔·吉本

斯等，2011) 。一些学者根据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领先国家产学研模式的观察，认为一种更新

的方式正在崛起，即科学探索本身与工业应用的发展更深刻地结合起来。科研不仅仅在用已有

范式和已有基础知识来研发工业应用，而且甚至开始以工业的需要来引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对

新范式的开拓 ( Martin，2003，转引自封凯栋，2012) 。

基础科学研究和生产之间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发

达国家之时，就必须布局基础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对国防和军事工业尤为重

要。实际上，我国也是这样做的，例如，我国在纳米科技和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已

经走到国际前沿，关键是如何将之尽早商业化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

基础研究与生产相脱节的 “老大难”问题。据报道，中国目前在纳米领域贡献了全球超过

三分之一的科 研 论 文，几 乎 是 美 国 的 两 倍，然 而 这 些 前 沿 的 纳 米 科 技 理 论 成 果 的 商 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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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文章篇幅太大，本文在发表前删掉了原文中的第三部分内容———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 两种理论范式的根本性

不同”，这部分内容将另文发表。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不同，演化 ( 发展) 经

济学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部分观点可参看贾根良 ( 2017a) 。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一

些具体理论如“六步骤产业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程序”所存在的缺陷问题，在这里就更没有篇幅可以讨论了。



( 转化能力) 却比较差，“《中国纳米科学与技术发展白皮书》调查显示，如何加强纳米科

研成果的应用被认为是中国纳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如何让产 业 界 更 多 地 加 入 到 基 础 研 究 中 来，将 是 中 国 未 来 需 要 着 力 解 决 的 问 题

( 齐芳，2017 ) ”。在这方面，美国在颠覆式创新中跨越 “死亡之谷”的产业政策值得我国

大力借鉴 ( 沈梓鑫、贾根良，2018 ) 。

再次，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三个根本性不同就在于: 我国产业政策的

实施对象是应该以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为核心，还是以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和核心技术

为核心? 这涉及到如何评论 《吉林报告》的创新和不足的问题。反对 《吉林报告》的绝大

数人在没有细读 《吉林报告》的情况下就激烈地反对吉林发展轻工业，而 《吉林报告》提

供的数据却说明，“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

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事实已经使得反对吉林发展轻工业的观点站不住脚

了，《吉林报告》的创新就是颠覆了人们对东北不适合发展轻工业的思维定式。但是，对于

吉林乃至东北如何发展轻工业的问题，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 吉林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轻纺和电子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能够推动吉林在这些

产业上的转型升级吗? 东北地区是否存在着发展轻工业的其他途径? 《吉林报告》将劳动力

成本低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承接这些产业的理由，但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这些产业

会将其价值链高端或高端产品转移到东北地区吗? 如果不能，吉林省这些相关产业的价值

链高端或高端产品将如何发展? 在笔者看来，我国东北地区轻工业的发展还有一条替代性

的途径，这就是通过自主创新直接进入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并利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

潮中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轻工业发展提供的重要机遇，东北地区不仅可以在

纺织业、医药产业、农本工业等轻工业上升级到高端价值链，而且还可以利用东北装备制

造业的优势，成为我国在上述轻工业高端设备方面的提供者。

《吉林报告》将吉林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等地的产业转移作为重要的政策建议，反映出它

没有注意到我国各地区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以新产业代替旧产业或者省级之间的

产业转移问题，而是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问题，

我国所有的产业———无论是农业、轻工业，还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都面临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和核心技术

仍受制于日本和韩国，本身就面临着攀登价值链高端和掌控核心技术的问题，而 《吉林报

告》之所以提出吉林应承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原因就在于它

因袭了在我国流行的以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所谓 “腾笼换鸟”的 “转型升级”的思路。这

种思路不仅将在我国各地区之间造就 “走动的工业”，无助于其技术能力的根本性提升，而

且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价值链升级和核心技术等关键性问题上转移开来了，从而注意不到

传统工业正在成为智能工业化的主力军问题。笔者对我国 “高技术不高”和 “高端产业低

端化”问题的 研 究 说 明，在 当 今 价 值 链 分 工 的 时 代，新 结 构 经 济 学 产 业 政 策 的 分 析 框 架

———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区别，如它所倡导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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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业的 “产业升级”———已不再有效，产业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

问题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吉林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缺陷说明传统的产业政策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后，林毅夫教授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反映出其实际政策建议已经发生

重大变化，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新观点与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框架是内在相冲突的。可

能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原初理论框架遭到许多学者批评的结果，并受韩国学者李根著作的

启发，林毅夫 教 授 针 对 “像 中 国 这 样 的 中 等 发 达 国 家，怎 样 来 界 定 潜 在 比 较 优 势 ( 的 问

题) 。新结构经济学把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 ( 林毅夫，2016 ) : 追赶型产业、

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国防安全产业，并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

提出了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虽然这种分类不完善，而且笔者也不赞成其中的某些政策建议，

但这种分类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有价值的，是其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这种关于 “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其 “潜在”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存在内在冲

突? 林毅夫教授是不肯承认的，但他所提出的弯道超车型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发展的必要

性难道不是与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冲突吗? 正如张夏准指出的，

林毅夫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以至于自己不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 林毅

夫，2012 : 111 ) ，这就使其政策建议和理论视野大大地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限

制。因此，笔者希望林毅夫教授能够真正地走上对新古典经济学 “离经叛道”的道路，只

有这样，他才能发展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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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hich industrial policy theoretical paradigm is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Jia Genlia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 the research on industrial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ost －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se two distinct theoretical paradigm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ir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based on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technological catching － up or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still based on market failure theory，

whil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riticizes the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theories. In the
view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sts，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s not suitable for middle
－ income countries，and has serious flaws especially when applied to China，as a ultra －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in world; even in low － income countries，the method also has limitations. Facts
have proved that when compared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technology catch － up is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context. Today all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challenge:

how to upgrade the basic and comprehensive value chain which based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s the
foundation. However，“Jilin Ｒeport”neglects this key issue. The defects of the report indicate that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which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ustrial department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has failed to meet the new demands laid on industrial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eanwhile what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centrates
on———the specific value chain，core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have actually become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refore，an important argument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economists: whether to study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or to develop a new historical and national － specif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which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aimed at Chinese conditions as a ultra －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Keywords: Industrial policy paradigm ;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ost －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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